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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个体间或国家间的合作往往受到第三方干预的影响。其中,观点的

共识对于合作达成以及第三方介入至关重要。本研究在基于和平制造者博弈的

框架下,引入了基于观点的分组,以探究共识对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

实验局及不同对手情境下,参与者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理性经济人假设下

的预测不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共识的形成主要通过产生共同的群体身份,影
响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亲近程度,从而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和第三方的干预行为。
此外,通过增加共同的群体身份,当事方的合作行为得到促进,同时第三方的干

预也得到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体社会效率。
关键词 共识;合作;第三方干预;和平制造者博弈;社会亲近程度

0 引言

近年来,国际竞争与合作问题备受关注。在2020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
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强调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6月的

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中也强调:“合作才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随着中国国

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多地扮演合作发起方和冲突调解方的角色,
例如2013年秋季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方,以及2023年3月作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恢复外交关系的见证方。在沙伊复交的过程中,中方推动三方形成对未来发展的共识起

着重要作用。
尽管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经典经济学逻辑将国际关系视为基于理性利益算计的博

弈,在当代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各方观念差异的影响日益明显。特别地,在多方博弈的情况

下,各方间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观念共识对于各方的策略选择尤为重要。因此,深入研究

共识对合作的影响,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于国际合作机制的认识,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

国际关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为了刻画存在第三方影响的合作场景,本研究借鉴了和平制造者博弈(Halevy

 

and
 

Halali,2015)的基本框架。在和平制造者博弈中,两个对称的当事方与一个第三方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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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策,当事方的选择为合作或冲突,第三方的选择为干预或旁观,第三方不同的选择

决定着当事方不同的博弈支付结构。在该博弈中,第三方选择干预(相较于旁观)具有一

定的风险,但会奖励选择合作的当事方并惩罚选择冲突的当事方,因此第三方的干预也可

以被视为一种广义的合作行为。
为了研究共识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在和平制造者博弈的基础上引入了不同形式的

分组。共识意味着不同主体对某一话题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让被试

针对某一社会话题选择观点并进行讨论,人为地在实验室环境中制造观点的共识与分歧。如

果对这一简单话题的观念共识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那么现实世界不同人群间巨大的信仰、
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则具有更大的影响。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被试依据对话题的

观点倾向被划分为对立的两组。通过策略方法,我们构造了博弈对手方来自相同或不同观点

分组的多种独立场景,被试需在各场景中分别做出和平制造者博弈的相关决策。
为了识别由观念共识形成的群体身份的作用大小,本研究进一步通过被试间设置引

入仅由随机分组产生群体身份的“最小分组”实验局①,以及不进行分组的“控制”实验局。
我们希望探究,这种观念共识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及对合作与干预行为

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基于Goette
 

and
 

Tripodi(2021)的一体性量表(Oneness
 

Scale),测
度了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被试对同组、异组成员的社会亲近程度

(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社会距离的感知),以深入理解共识对合作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发现以下结论:首先,与众多研究群体身份导致群体内偏爱及群体外偏见的文

献结论相一致(Chen
 

and
 

Li,2009;Goette
 

et
 

al.,2012),个体更容易对同组成员表现出亲

社会性(当事方的合作及第三方的干预)。其次,不同形式的分组影响了个体作为当事方

的合作行为,作为第三方的干预行为,以及个体对同组、异组成员的社会亲近程度。具体

来说,在基于共识的分组中,个体的合作与干预倾向更强且对异组成员有着更低的社会亲

近程度(相较于随机的分组)。此外,基于观点共识所构建的群体身份能够更好地促使当

事方合作,并吸引第三方的干预,从而提高社会效率。然而,当两名当事方在观点上存在

分歧时,这种分歧则会破坏合作,进而损害社会效率。
本研究对现有文献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在观念共识

的视角下拓展了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人类合作难题作为重大的社会科学问题吸引了国

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见黄少安和张苏,2013;韦倩和姜树广,2013综述)。实验经济学文

献在微观层面对人类合作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机制做出了大量探索(周晔馨等,2014;姜树

广和陈叶烽,2016;姚澜和朱迅,2020;Chaudhuri,2011;Cooper
 

and
 

Weber,2020)。文献中

考察的重要合作影响因素包括惩罚和奖励、交流、群体规模、领导角色等,少有研究从观点

共识与分歧的视角来分析认知观念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第二,在以往关于合作的文献中尽管对第三方角色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

主要聚焦于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利他惩罚者在解决社会困境中的作用(Fehr
 

and
 

Gächter,

2002;Fehr
 

and
 

Fischbacher,2004;Kamei,2020)。考虑可能利益相关第三方的角色,

Evdokimov
 

and
 

Garfagnini(2018)和Hörner
 

et
 

al.(2015)构建的和平制造者博弈刻画了自

① 在实验研究中,这一概念主要包括被试随机分为无重叠的组、被试之间无互动、分组是匿名等方面(Tajfel
 

and
 

Turner,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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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且利益相关的第三方如何通过改变博弈结构影响合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

一步考察了第三方与当事方在身份或观念上的异同如何影响第三方行为及当事双方合作

的实现,拓展了第三方研究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合作与干预行为。
第三,本研究还在第三方干预和合作背景下对当前学术界高度活跃的身份认同(见

Charness
 

and
 

Chen,2020综述)和极化(Waller
 

and
 

Anderson,2021;Dimant,2024)的研究

领域做出边际贡献。近年来,情感极化问题日益引起政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关注。现

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的政治背景,发现由于党派身份的差异导致对同党派的积极情感和

对对立派别的消极情感(McConnell
 

et
 

al.,2018;Iyengar
 

et
 

al.,2019)。本研究发现,即使

没有政治身份的差异,仅仅由于对单一社会话题的看法差异也可以导致对两派成员间

的情感差异。这对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认识情感极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1节回顾相关的文献,第2节详细介绍了实验设计并提出研

究假设,第3节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第4节为总结与展望。

1 文献回顾

本研究主要与以下三个领域的文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身份与合作的关系,二是有关

情感极化影响个体行为的研究,三是第三方在合作中的作用。

1.1 群体身份与合作

持有相同的观点本身会形成基于观点的群体身份,因此本研究与众多对群体身份的

文献相关。相关文献广泛探讨了群体身份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发现群体身份主要通过使

个体形成对内群体成员的一般互惠预期来影响合作(Yamagishi
 

and
 

Kiyonari,2000),因此

相较于外群体成员,人们更愿意与内群体成员进行合作(Chen
 

and
 

Li,2009;Goette
 

et
 

al.,

2012),并会报复那些不与内群体成员合作的人(Goette
 

et
 

al.,2012)。本研究使用的和平

制造者博弈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且其中一个帕累托优于另一个,因此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协调博弈的性质,而Chen
 

and
 

Chen(2011)以及Chen
 

et
 

al.(2014)通过最小努力博弈

发现,共同的群体身份有助于在协调问题中达成更好的均衡结果①。然而,以往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共同的群体身份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上,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共同的群体身

份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群体身份对立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

1.2 情感极化如何影响个体行为

极化问题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西方国家面临的重大

现实问题。大量研究考察了不同身份群体的观念极化如何影响个体行为(Waller
 

and
 

Anderson,2021;Flamino
 

et
 

al.,2023;Dimant,2024)。例如,Dimant(2024)从民众对时任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好恶出发,研究了政治极化对社会偏好的影响,发现个体不愿意同与自

己政治倾向对立的人合作。这种对不同群体身份人不同的态度的极端化体现为情感极

化,即对同群体的人产生好感而对不同群体身份的人产生敌意。Iyengar
 

et
 

al.(2019)对情

① 更多有关群体身份与合作的文章,可参见Charness
 

and
 

Chen(2020)关于群体身份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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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极化的起源以及后果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情感极化起源于党派成员将党派身份作为

一种社会认同,而这种极化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经济行为。政治宗派主义(Finkel
 

et
 

al.,2020)的概念进一步概括了身份认同与情感极化的现象,其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他者

化(Othering),即将对立党派视为与自己本质不同或格格不入的倾向;厌恶(Aversion),即
讨厌和不信任对立党派的倾向;道德化(Moralization),即将对立党派视为邪恶的倾向。现

有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群体(例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行为差异,而我们的研究

强调观点的共识与对立本身通过引发情感差异而影响个体在合作方面的行为。

1.3 第三方在合作中的作用

第三方在合作和冲突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Hörner
 

et
 

al.(2015)通过理论证明,即使

第三方提出的建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些建议也会促进合作的达成。Evdokimov
 

and
 

Garfagnini(2018)在实验中发现,第三方可以通过向其他玩家发送公开信号来创建“焦
点”,从而改变其他博弈方的预期并影响博弈结果。Bland

 

and
 

Nikiforakis(2015)的实验结

果表明,其他博弈方的行为带给第三方的外部性大小与方向会显著影响博弈结果。此外,
第三方惩罚也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Carpenter

 

and
 

Matthews,2012)。一方

面,第三方愿意惩罚违反合作规范的行为,即使这些惩罚需要付出成本(Krasnow
 

et
 

al.,

2016)或者承担风险(Nakashima
 

et
 

al.,2017)。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博弈方预期到第三方

将惩罚不合作的行为,因此第三方的存在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倾向(Halevy
 

and
 

Halali,

2015)。而第三方的惩罚行为会受到群体身份的影响,群体身份使得个体更关心内群体成

员的福祉,这导致第三方更愿意惩罚那些损害内群体成员利益的不合作者(Bernhard
 

et
 

al.,2006;Goette
 

et
 

al.,2012)。
鉴于第三方在冲突调解和促进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 Halevy

 

and
 

Halali(2015)提出的和平制造者博弈作为实验框架,该博弈包含当事方的合作、冲突以及

第三方的干预。此外,本研究还通过引入不同形式的分组产生的群体身份,探究观点共

识、群体身份等因素对合作和干预行为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

2 实验设计与研究假设

2.1 基本框架:
 

和平制造者博弈

  本实验的基本框架基于 Halevy
 

and
 

Halali(2015)提出的和平制造者博弈,并参考了

Nakashima
 

et
 

al.(2017)的参数设置。在该博弈中,两个对称的当事方与一个第三方需要

同时行动。每个当事方都需要在合作和冲突中选择一项,第三方需要在干预和旁观中选

择一项。图1展示了博弈各方在不同博弈结果下的收益情况,图1(a)、图1(b)分别展示了

第三方旁观或干预情况下两名当事方不同行动组合对应的实验币收益(每个数字组合中

的两个数字分别表示当事方1、当事方2在该行动组合下的收益),图1(c)展示了不同行动

组合下第三方的实验币收益。为了消减实验者需求效应,实验过程中使用了中性语言对相关

词语进行了替代。在该博弈中,若第三方选择旁观,则冲突双方实际上在进行囚徒博弈。若

第三方选择干预,则当事双方选择合作均成为最优策略。第三方的选择干预通过奖励选择合作

的一方,惩罚选择冲突的一方改变博弈的结构,同时将自身利益与冲突双方的行为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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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和平制造者博弈的收益结构
 

与其他包含第三方的合作博弈框架相比(如Kamei,2020),和平制造者博弈具有以下

两个特点。首先,第三方与其他博弈方的选择是同时进行的,它需要选择是否介入其他博弈

方的博弈过程,而非事前制定规则或事后惩罚或奖励其他博弈方。其次,第三方如果选择干

预,那么它的收益将会受到当事方选择的影响。因此,第三方的决策不仅涉及社会偏好,还包

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及对两名当事方所做选择的信念。这一特点更能反映现实世界中的

第三方关于声誉的考虑。例如,在人际关系中,中间人在为他人合作牵线搭桥时,会考虑每次

合作的成败对自身口碑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在为他国间的合作达成

或冲突化解进行背书时,也会重点考虑这种支持将如何影响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2.2 实验局设置

为探究观点共识所形成的分组如何影响个体的合作及干预行为,本研究采用了被试

间和被试内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验局的设置。在被试间的设计中,不同的实验参与

者样本被随机分配到“观点分歧”实验局、“最小分组”实验局以及“控制”实验局三种不同

的实验处理中。在被试内的设计中,每一个实验局中的同一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决策场景

中就以上的和平制造者博弈做出选择,而其中场景的差异依赖于实验局设置形成的分组。
在“控制”实验局中,每位被试需按照策略方法,分别按照作为当事方(场景A)或第三

方的角色(场景B)做出和平制造者博弈的选择。通过在实验局的选择,可以得到在没有任

何群体身份的影响下,个体在和平制造者中的合作和干预行为,并作为比较的基准。
在“最小分组”实验局中,被试首先被计算机程序随机分配到两组,并需要按照策略方

法在7种不同的分组场景中分别进行和平制造者博弈的决策。换句话说,每位参与者在

假定个人和对手方不同分组身份的7种不同场景中分别做出7次决策,具体的场景设置如

表1。在场景1至4中,被试作为当事方进行决策,根据前期随机分组的相同或不同,所面

对的另一当事方以及第三方与自己所在分组之间的关系分别为(相同,相同)、(不同,不
同)、(不同,相同)、(相同,不同)。在场景5至7中被试作为第三方进行决策,根据前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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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组的相同或不同,所面对的两名当事方与自己所在分组之间的关系分别为均相同、均
不同、一方相同一方不同。与“控制”实验局不同,“最小分组”实验局的参与者可能因博弈

对手方是来自与自己同一分组或不同分组的身份不同而产生情感的差异,从而影响合作

制造者博弈中的选择。

表1 实验局与场景设置

实验局 场景 角色 场景描述(决策者关系)

“观点分歧”实验局

1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观点相同;第三方观点相同

2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观点不同;第三方观点不同

3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观点不同;第三方观点相同

4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观点相同;第三方观点不同

5 第三方 当事双方观点都相同

6 第三方 当事双方观点都不同

7 第三方 当事一方观点相同,一方观点不同

“最小分组”实验局

1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同组;第三方同组

2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不同组;第三方不同组

3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不同组;第三方同组

4 当事方 另一当事方同组;第三方不同组

5 第三方 当事双方都同组

6 第三方 当事双方都不同组

7 第三方 当事一方同组,另一方不同组

“控制”实验局
A 当事方 无情境

B 第三方 无情境

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被试首先需要针对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下是否应该在公共

场合佩戴口罩”选择观点倾向并展开讨论。被试需要针对该话题在公共聊天窗口中进行

400秒的讨论,在讨论开始前和结束后,每名被试都要在1至6的程度上选择观点倾向(1
表示完全不用戴,6表示必须强制戴),在讨论过程中屏幕上还会轮番展示两方网友的观

点。我们根据被试在讨论后最终报告的观点倾向将其分为观点倾向对立的两组,其中选

择程度为1、2、3的被试为一组,而选择程度为4、5、6的被试为另一组①。
基于该观点分歧,每位实验参与者需要按照策略方法在7种不同的分组场景中进行

和平制造者博弈的决策,具体的场景设置如表1。与“最小分组”实验局类似,在场景1至4
中被试作为当事方进行决策,根据前期观点的相同或不同,所面对的另一当事方以及第三

方与自己所在分组之间的关系分别为(相同,相同)、(不同,不同)、(不同,相同)、(相同,不
同)。在场景5至7中被试作为第三方进行决策,根据前期观点的相同或不同,所面对的两

名当事方与自己所在分组之间的关系分别为均相同、均不同、一方相同一方不同。
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的分组身份仅仅由随机分配产生不同,“观点分歧”实验局的

设置使我们得以诱导出更强的对内外群体的情感差异。我们允许被试在初次报告态度后

进行400秒的充分讨论和信息交流。通过在该环节展示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观点,可以激

发被试对持有不同观点的其他人的情感反应。我们以最终报告的观点作为分组的依据,

① “观点分歧”实验局中的54名被试在讨论结束后,观点倾向于支持不戴口罩与支持戴口罩的人数分别为26人

与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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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被试感知到的分组差异为最终不可调和的观点分歧。也就是说,最终的分歧是他们

在全面地了解到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的信息和进行充分的讨论后仍然坚持的分歧,而不

是由于获取信息的差异导致的认知差异,这更可能引发强烈的对内外群体情感差异。由

于“观点分歧”实验局的设计目的是探究观点分歧所带来的情感如何影响合作与第三方干

预行为,我们并不关心讨论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是否会导致观点的改变,而只需通过这个

过程的最终分歧进行分组。此外,为了尽可能地控制外部信息对被试的差异化扰动,我们

所选取的两方网友观点的文本长度与信息量基本一致,正反方观点交替展示。并且在同

一时刻,所有被试在屏幕上所展示的信息完全一致。

2.3 实验实施

本研究在预实验后通过AsPredicted网站对实验进行了预注册(预注册号:126835)。
实验使用Z-Tree软件(Fischbacher,2007),于2023年3月至4月在山东大学进行,所有实

验局的样本均为山东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年级与专业。在每场实验前,我们在

控制男女性别平衡的情况下,通过计算机随机抽取未参加过此场实验(或与本研究主题相

近的实验)的学生,并向他们发送该场的实验邀请。因此,这些样本可以很好地代表山东

大学的大学生群体。此外,由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本身不涉及被试在现实中的特定身份背

景,并且大学生样本较少受到社会经验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更加符合我们的研究问题。
实验总共进行了8场:“观点分歧”实验局3场,“最小分组”实验局3场,“控制”实验局

2场。每场被试人数均为18人,共招募144人。在每个实验局中,当全部阶段完成后,计
算机会随机将每场实验的18名被试分成6个三人组,每组随机抽取2人作为当事方、1人

作为第三方,并根据三人的分组情况匹配相应场景。被试到达实验室后,通过抽签的方式

被随机分配座位,当一场实验的全部被试均到场后,实验员发放实验说明并大声朗读。为

了确保每名被试理解实验规则,被试们必须独立回答3道控制性测试题。只有全部被试

都通过3道控制性问题后,实验才正式开始。
为了确保被试可以注意到不同决策场景中其他博弈方分组情况的变化,我们在实验

说明与决策环节开始前均向被试做了提醒。同时,在决策界面中,我们还特别用红色文字

醒目标注了其他博弈方的分组情况。为了控制由于决策顺序差异可能导致的学习效应,
在“最小分组”和“观点分歧”实验局中,我们为每名被试随机生成一个独立的7个场景呈

现顺序。为了防止前期的结果对后续实验造成影响,在所有实验局的实验过程中被试均

不会收到任何有关他人决策的反馈信息,从而被试不可能在前期场景的决策中学习到任

何其他人的策略。为了控制可能的财富效应,我们使用了随机支付的方式使得被试在7
个场景中的决策最终仅有一个实际得到执行。具体而言,每场实验的被试在全部实验决

策完成后将被试随机配为3人一组,每组随机选取2人作为当事方、1人作为第三方,并根据

三人的分组情况匹配相应场景,之后根据三人在相应场景中的决策核算三人的收益情况。
我们在实验后的问卷环节收集了被试的部分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使用Falk

 

et
 

al.
(2023)的主观态度问卷方法测度被试的社会偏好。我们在“观点分歧”与“最小分组”实验

局的调查问卷中还使用了一体性分数(Goette
 

and
 

Tripodi,2021)分别测量了被试对同组

与异组成员的社会亲近程度。各组被试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社会偏好的描述性统计信息以

及样本的平衡性检验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实验局之间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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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在“观点分歧”实验局的平均收益为41.57元人民币,“最小分组”实验局的平均收益

为42.87元人民币,“控制”实验局的平均收益为40.42元人民币。每场实验时间约40分钟。

表2 各实验局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名
“观点分歧”

实验局

“最小分组”
实验局

“对照”
实验局

Kruskal-Wallis
检验

性别(女性=0,男性=1)
0.444 0.407 0.528 1.272
(0.502) (0.496) (0.506) (0.530)

专业(非经管=0,经管类=1)
0.315 0.278 0.444 2.814
(0.469) (0.452) (0.504) (0.245)

年龄
21.056 21.000 21.000 0.027
(2.430) (2.510) (2.597) (0.987)

样本量 54 54 36

  注:二至四列报告了每个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各实验局中的均值,下方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标准差。最后一列报告

了Kruskal-Wallis检验的调整 H统计量(χ2d.f=2),下方括号内的数值为对应p 值。

2.4 研究假设

在和平制造者博弈中,如果记当事方1选择合作的概率为p(选择冲突的概率为1-p),
当事方2选择合作的概率为q(选择冲突的概率为1-q),第三方选择旁观的概率为r(选
择干预的概率为1-r),那么有序数对(p,q,r)便可以表示该博弈的一个混合策略组合。

对于一个混合策略组合(p,q,r),如果每个博弈方都预期他人会使用该组合中的策

略,那么当事方选择合作严格占优于(严格劣于,无差异于)冲突,当且仅当r<0.5(r>
0.5,r=0.5);第三方选择干预严格优于(严格劣于,无差异于)旁观,当且仅当p+q>1
(p+q<1,p+q=1)。进一步的分析可知,该博弈存在(合作,合作,干预)与(冲突,冲突,
旁观)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以及一系列混合策略纳什均衡(􀭾p,􀭹q,0.5),其中􀭾p 与􀭹q 满足

􀭾p+􀭹q=1。
尽管博弈理论无法预测哪一个均衡会被实现,但每个博弈方的占优策略取决于他对

其余博弈方所做选择的预期。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当事方的占优策略仅取决于他预期第

三方选择旁观的概率r̂,而不取决于他预期另一当事方所做选择;第三方的占优策略取决

于他预期两名当事方选择合作的概率之和p̂+̂q。
尽管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对于社会争议话题所持观点或随

机分组并不包含他人合作或干预概率的信息,但个体可能会预期同组成员的选择更加具

有亲社会性。因此,当事方会预期与自己同组的另一当事方更有可能合作,与自己同组的

第三方更有可能干预,第三方会预期与自己同组的当事方更有可能合作。在假定个体理

性自利的条件下(理性经济人假设),结合上述预期与前文对博弈占优策略的讨论,我们有

如下假设:
假设1(经典假设):

 

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当事方面对同组第

三方时的合作率高于面对异组第三方,但不受另一当事方所在分组的影响;第三方的干预

率随着同组当事方的增多而增加。
在经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个体只关注自身物质利益。但行为经济学认为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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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决策时并不仅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利益。因此,互惠、利他等因

素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选择。从群体身份相关的理论来看,任何分组形式都会产生群体

身份,这可能导致个体更为关心同组成员的福利,而对异组成员的福利更加冷漠。对当事

方而言,他的选择必然会影响另一当事方的收益,但可能不影响第三方的收益(因为第三

方有可能选择旁观),因此他的选择更多地受到另一当事方所在分组的影响。对第三方而

言,他更愿意在面对与自己同组的当事方时选择干预。除此之外,“观点分歧”实验局相较于

“最小分组”实验局,可能会产生更强的群体身份感。因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行为假设):

 

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当事方面对同组另

一当事方时的合作率高于面对异组当事方,但几乎不受第三方所在分组的影响。第三方

的干预率随着同组当事方的增多而增加。并且这一现象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要比在

“最小分组”实验局中更为明显。
尽管基于观点的分组与随机分组都会产生群体身份,但前者可能会使个体对同组成

员产生更多的共鸣,从而产生更强的群体身份感。因此,观点分组使个体对同组、异组成

员的社会亲近程度差异更大。为检验上述说法,我们通过一体性分数来度量同组与异组

成员的社会亲近程度,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3(行为假设):

 

相较于“最小分组”实验局,“观点分歧”实验局中的个体对同组成

员的一体性分数更高,对异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更低。

3 实验结果

3.1 分组形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表3报告了作为当事方的合作率在各种场景中的平均值,图2和图3进一步展示了被

试内与被试间行为差异的检验结果。在没有任何身份场景的“控制”实验局中,被试在

69%的情况下选择了合作。只要配对的另一当事方为来自同一组的成员(场景1和场景4),
“观点分歧”实验局的合作率都高于“控制”实验局且该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最小分

组”实验局的合作率也高于“控制”实验局但差异不显著。当配对的另一当事方是非同组

成员时(场景1和场景4),“观点分歧”实验局的合作率均低于“控制”实验局,且“最小分

组”实验局在场景3的合作率也低于“控制”实验局,但差异均不显著。

表3 各实验局与场景中的当事方合作行为

实验局 场景
另一当事方、第三方

所在的分组情况
合作率 标准差 样本量

“观点分歧”实验局

1 (相同,相同) 0.870 0.339

2 (不同,不同) 0.648 0.482

3 (不同,相同) 0.611 0.492

4 (相同,不同) 0.870 0.339

54

“最小分组”实验局

1 (相同,相同) 0.815 0.392

2 (不同,不同) 0.759 0.432

3 (不同,相同) 0.667 0.476

4 (相同,不同) 0.722 0.452

54

“控制”实验局 A — 0.694 0.46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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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实验局与场景下的当事方合作率

注:数字标注了均值,误差条表示平均值的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同一实

验局在不同场景间的比较使用配对样本双侧t检验,同一场景在不同实验局间的比较使用双总体双侧t检验。
 

图3 不同实验局与场景下的第三方干预率

注:数字标注了均值,误差条表示平均值的标准误。***、**、*分别表示相应检验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同

一实验局在不同场景间的比较使用配对样本双侧t检验,同一场景在不同实验局间的比较使用双总体双侧t检验。
 

  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不论第三方的身份如何,当事方面对同组另一当事方的合作率

均显著高于面对异组另一当事方,(场景1
 

vs.场景2、场景1
 

vs.场景3、场景2
 

vs.场景4、场
景3

 

vs.场景4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最小分组”实验局中,仅当第三方来自同组的情况

下,当事方在面对同组另一当事方时的合作率才会显著高于面对异组另一当事方(场景1
 

vs.
场景3)。

表4反映了作为第三方的干预率在各实验局的平均值。图2和图3进一步展示了被

试内与被试间行为差异的检验结果。在没有任何身份场景的“控制”实验局中,第三方在

69%的情况下选择了进行干预。“观点分歧”实验局在各种场景下的干预率均低于“控制”

实验局,且在配对的两名当事方均来自不同观点组时呈现显著更低的干预率(48%,场景6)。
“最小分组”实验局干预率在配对的两名当事方均来自不同分组时的干预率也低于“控制”实
验局,而在其他场景的干预率则略高于“控制”实验局,但这些组间的差距均不显著。

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第三方的干预率会随着同组当事方增多而增加,且在面对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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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当事方时的干预率显著高于面对两名异组当事方(场景5
 

vs.场景6)。在“最小分组”实
验局中,尽管第三方的干预率会随着同组当事方增多而增加,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

表4 各实验局与场景中的第三方干预行为

实验局 场景 同组当事方的人数 干预率 标准差 样本量

“观点分歧”实验局

5 2 0.630 0.487

6 0 0.481 0.504

7 1 0.574 0.499

54

“最小分组”实验局

5 2 0.741 0.442

6 0 0.630 0.487

7 1 0.722 0.452

54

“控制”实验局 B — 0.694 0.467 36

进一步地,我们对“观点分歧”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各场景间合作率或干预率的差

值进行了比较。我们将每个实验局中的被试作为当事方的四种场景进行两两组合,得到

六组差值;将被试作为第三方的三种场景进行两两组合,得到三组差值。九组差值在“观
点分歧”实验局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之间的对比与统计检验如图4所示。作为当事方时,
通过“2-1”“4-2”“4-3”的比较可以看出,“观点分歧”实验局在面对同组当事方和面对异组

当事方时合作率的差异显著大于“最小分组”实验局。作为第三方时,随着同组当事方人

数的减少,第三方的干预率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比“最小分组”实验局下降得多,尽管这

一差异并不显著。

图4 “观点分歧”与“最小分组”实验局各场景间合作率或干预率的差值

注:横轴的数字标注了相互比较的场景间的两两组合,图中数字表示在不同场景间当事方合作率(第

三方干预率)差值(前一场景减后一场景)的均值,误差条表示差值均值的标准误。***、**、*分别表示相

应检验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使用的检验为双总体双侧t检验。
 

接下来,本研究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在控制顺序效应、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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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经管背景、是否具有策略性思考能力①)、社会偏好(信任、利他、正互惠、负互惠)的情

况下,使用被试个体在一种场景下的决策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在针对7个场景的

每个回归中,我们将“控制”实验局作为参照组,“观点分歧”和“最小分组”实验局的虚拟变

量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表5报告的回归结果与以上统计分析的初步结果一致,在场景1和

场景4中,“观点分歧”实验局与“控制”实验局相比,个体的合作率显著更高。在场景6中,
与“控制”实验局相比,“观点分歧”实验局的干预率显著更低。我们进一步检验了“观点分

歧”实验局和“最小分组”实验局的差异,表5报告的结果显示当面对同组当事方时,“观点

分歧”实验局的合作率比“最小分组”实验局更高(模型(1)和(4)),而面对异组当事方时,
则比“最小分组”实验局更低(模型(2)和(3)),且该差异在模型(4)中是显著的。“观点分

歧”实验局在所有场景下的第三方干预率均低于“最小分组”,但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在存

在观点分歧的情况下第三方更不愿意干预的普遍倾向。

表5 不同的实验局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场景
(1) (2) (3) (4) (5) (6) (7)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场景5 场景6 场景7

被解释变量 当事方的行为(合作=1,冲突=0) 第三方的行为(干预=1,旁观=0)

最小分组
0.156 0.098 -0.051 0.034 0.077 -0.163 0.045

(0.113) (0.121) (0.128) (0.118) (0.138) (0.144) (0.126)

观点分歧
0.212* -0.024 -0.079 0.214* -0.001 -0.297** -0.093

(0.108) (0.117) (0.137) (0.112) (0.143) (0.141) (0.129)

观点分歧-最小分组
0.055 -0.122 -0.027 0.180** -0.078 -0.134 -0.138

(0.077) (0.097) (0.097) (0.087) (0.097) (0.101) (0.101)

样本量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144

顺序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偏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在场景1~4
中,我们的分析使用了“最小分组”实验局、“观点分歧”实验局中对应场景下的行为数据,以及“控制”实验局中个体作为

当事方的行为数据;在场景5~7中,我们的分析使用了“最小分组”实验局、“观点分歧”实验局中对应场景下的行为数

据,以及“控制”实验局中个体作为第三方的行为数据。在每个场景中,基准组均为“控制”实验局。顺序效应位表示相

关决策为被试第几个决策的虚拟变量。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观点分歧”实验局中所有场次的54名被试,在讨论前仅有2人持

有极端的观点(2人选择1,无人选择6),讨论后仅有1人持有极端的观点(1人选择1,无
人选择6)。这说明尽管观点的分歧并不严重,但是由分歧形成的两派共识仍会影响个体

行为。此外,为了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运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对上述回归分

析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与线性模型一致。
我们进一步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在控制顺序效应以及个体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使用被

① 被试在所有场景的和平制造者博弈实验结束后,还进行了如下的2/3选美博弈:每名被试需要独立地选择一

个0至100之间的整数,最接近全部被试所选数字平均数2/3的参与者将获得300实验币的奖励。所选数字≤33的被

试具有策略性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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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内的数据分别分析了“观点分歧”实验局和“最小分组”实验局中不同场景对个体行为的

影响。表6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两个实验局中,个体面对各种分组组合下的其他博弈

方时,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这种差异更大。

表6 不同的场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实验局
(1) (2) (3) (4)

最小分组 观点分歧 最小分组 观点分歧

被解释变量 当事方的行为(合作=1,冲突=0) 第三方的行为(干预=1,旁观=0)

场景2
-0.052 -0.242***

(0.052) (0.079)

场景3
-0.146** -0.246***

(0.072) (0.074)

场景4
-0.088 0.010
(0.063) (0.067)

场景6
-0.125* -0.150**

(0.073) (0.071)

场景7
-0.034 -0.035
(0.071) (0.081)

样本量 216 216 162 162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在模型(1)、(2)
中,基准组为场景1,在模型(3)、(4)中,基准组为场景5。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观点分歧”实验局在剥离“最小分组”的影响后的净效应,即
仅仅由于观点的异同而不是分组本身带来的影响。在此仅使用“观点分歧”与“最小分组”
的数据并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在控制个人特征和社会偏好的情况下①,以场景间的行为差

异为被解释变量,以“最小分组”作为参照组,“观点分歧”实验局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进行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这一结果与图4的分析基本一致,表明“观点分歧”带来的影响并

非仅仅由于分组本身,观点的异同造成的情感加强了分组身份的效应。

表7 剔除最小分组影响的场景间差异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被解释变量

当事方合作率在场景间的差值 第三方干预率在场景间的差值

对应两场景 2-1 3-1 4-1 3-2 4-2 4-3 6-5 7-5 7-6

观点分歧
-0.174* -0.080 0.081 0.093 0.254** 0.161 -0.049 -0.053 -0.005
(0.095) (0.099) (0.096) (0.113) (0.105) (0.118) (0.100) (0.106) (0.104)

样本量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108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偏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回归的基准组均为“最小分

组”实验局。

① 由于被解释变量涉及2个场景,对应于2个不同的轮次,因此对顺序效应的控制不适用。事实上,我们通过随

机顺序、策略方法等实验技术,已经消减了每一场景出现的顺序位置对被试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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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会亲近程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由上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形式的分组下以及在不同分组组合的场景中,个体

的行为存在差异。本小节旨在探究个体行为差异是否由与其他博弈方的社会亲近程度不

同所导致。根据Goette
 

and
 

Tripodi(2021),我们用以度量社会亲近程度的一体性分数是

被试对如下两个问题回应的平均分数:1)We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我们”来描述

自己与某人的关系(1至7,数字越大代表越愿意);2)IOS(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问题:在7组两两重叠的圆圈中选择最能代表他们与某人的关系的一组(1至7,数字越大

重叠部分越多)。
图5展示了不同实验局中,被试对同组、异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并使用t检验对一体

性分数的差异进行检验。可以看出,无论在哪个实验局下,被试对同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

都显著高于异组成员1分以上。被试对同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在“最小分组”与“观点分

歧”实验局下几乎没有差异;被试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下对异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显著低

于“最小分组”实验局,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对异组成员社会亲近程度的预测,但却反驳

了假设3对同组成员社会亲近程度的预测,说明不同的个体对他人的社会亲近程度会受

到分组方式的影响,这可能是不同实验局中的个体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

图5 不同实验局中个体对同组、异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

注:数字标注了一体性分数的均值,误差条表示平均值的标准误。***、**、*分别表示相应检验在1%、5%
和10%的水平上显著。同一实验局对同组与异组成员一体性分数的比较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不同实验局间

对于同组(异组)成员一体性分数的比较使用双总体双侧t检验。
 

为具体分析社会亲近程度对个体行为所起的作用,本研究使用“观点分歧”实验局被

试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108名被试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我们根据每名被试对同组、
异组成员的一体性分数,为其作为当事方的4个决策场景生成了对应场景的“另一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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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性分数”以及“第三方一体性分数”两个解释变量;同时,也为其作为第三方的3个决

策场景生成了对应场景的“两名当事方一体性分数之和”这一解释变量。表8中的示例展

示了一名对同组成员一体性分数为7,对异组成员一体性分数为1的被试在7个场景中对

应的上述三个解释变量的赋值情况。

表8 不同场景下三个解释变量的赋值情况示例

场景 角色
另一当事方、第三方

所在的分组情况

另一当事方

一体性分数

第三方

一体性分数

两名当事方

一体性分数之和

场景1 当事方 (相同,相同) 7 7

场景2 当事方 (不同,不同) 1 1

场景3 当事方 (不同,相同) 1 7

场景4 当事方 (相同,不同) 7 1

场景5 第三方 14

场景6 第三方 2

场景7 第三方 8

本研究通过LPM分析,在控制了顺序效应、个人特征、社会偏好的情况后,使用当事

方的行为对“另一当事方一体性分数”以及“第三方一体性分数”进行了回归,使用第三方

的行为对“两名当事方一体性分数之和”进行了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从模型(1)可以看

出,个体作为当事方时,他对另一当事方的一体性分数每增加1分,平均而言,其选择合作

的可能性便增加5.63%;而他对第三方的一体性分数并不影响他合作的可能性。从模型(3)
可以看出,个体作为第三方时,他干预的可能性随着他对两名当事方一体性分数之和的增

加而上升。考虑社会亲近程度对个体行为所起的作用可能在不同形式的分组中存在异质

性,模型(2)与模型(4)通过加入一体性分数与“观点分歧”实验局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

了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加入交互项并不改变模型(1)与模型(3)中系数的符号与显著

性,而且交互项的系数也不显著。说明给定个体对其他博弈方的一体性分数后,不管是哪

一种实验处理导致的该一体性分数水平,一体性分数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都是相同的,即社

会亲近程度对个体合作行为所起的作用在各种分组形式之间不存在异质性。

表9 一体性分数对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当事方的行为

(合作=1,冲突=0)
第三方的行为

(干预=1,旁观=0)

另一当事方一体性分数
0.056*** 0.052***

(0.018) (0.019)

第三方一体性分数
-0.009 -0.008

(0.018) (0.019)

另一当事方一体性分数×“观点分歧”实验局
0.010

(0.013)

两名当事方一体性分数之和
0.021* 0.025*

(0.013)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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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当事方的行为

(合作=1,冲突=0)
第三方的行为

(干预=1,旁观=0)

另一当事方一体性分数×“观点分歧”实验局
-0.012

(0.009)

常数项
0.389 0.410 0.351 0.293

(0.283) (0.296) (0.418) (0.423)

样本量 432 432 324 324

顺序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偏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3.3 分组对社会效率的影响

为了分析不同形式的分组对社会效率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一个效率指数,用于反映各

种情况下的社会总效率。
首先,在“观点分歧”实验局被试与“最小分组”实验局中,如果我们用1、2表示不同的

分组,并且考虑到当事方1与当事方2的对称性以及组1和组2的对称性,那么当事方1、
当事方2、第三方的分组组合情况可以分成以下三类:(a)111、222,(b)112、221,(c)121、

122、212、211。分别表示(a)博弈中的三方来自同组;(b)两名当事方来自同组,且均与第

三方不同组;(c)第三方与一名当事方同组,且与另一名当事方不同组。不失一般性,我们

将上述三类组合中当事方1所在的组规定为组1,那么三种分组组合可被记为111、112、

121。然后,我们定义某个实验局与分组组合的效率指数为三个博弈方在该情况下的收益

之和,即

Efficiency_Index=∑
j∈J

Pj ∑
3

i=1
payoffij  

其中,J 表示所有可能的博弈结果,Pj 为某个博弈结果j发生的概率,∑
3

i=1
payoffij 表示在某

个博弈结果j下三个博弈方的收益之和。例如,根据表3与表4中的数据可知,在最小分

组111的情况下,P(合作,合作,干预)=0.82×0.82×0.74,∑
3

i=1
payoffi(合作,合作,干预)=400+400+

400。
各种情况下的效率指数如表10所示。可以看出,无论在“观点分歧”实验局还是在

“最小分组”实验局中,三个博弈方均来自同一组时的效率指数最高,且高于“控制”实验局

100个实验币左右。而在“观点分歧”实验局中,两名当事方来自不同组的效率指数最低,
低于“控制”实验局超过50个实验币。而其他情况下的效率指数与“控制”实验局的差异

均在2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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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各种情况下的效率指数

实验局与分组组合 效率指数

观点分歧111 987.311

观点分歧112 879.287

观点分歧121 828.018

最小分组111 976.200

最小分组112 874.588

最小分组121 900.257

控制 883.410

综上,在和平制造者博弈中,个体对同组、异组成员的社会亲近程度不同,且会受到分

组形式的影响。这种社会亲近程度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在不同场景下的行为存在差异,具
体表现为对同组成员更多的合作与干预行为,但社会亲近程度对个体合作行为所起的作

用在各种分组形式之间不存在异质性。此外,构建共同的群体身份通常会提高社会效率,

尤其是基于观点共识所构建的群体身份,对社会效率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

4 结论及展望

本研究在和平制造者博弈的基础上引入分组概念,分析不同形式的分组以及与分组

情况相关的不同场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通过被试内对比,可以发现在和平制造者博弈

中,当事方的合作意愿在另一当事方来自同组时高于来自异组,但却不受第三方来自哪一

组的影响,第三方的干预意愿随着异组当事方数量的增加而减弱。通过被试间对比,可以

发现上述的现象在“最小分组”实验局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形式的分组

通过影响个体对他人的社会亲近程度的感知,进而影响个体在博弈中的合作与干预行为。

此外,不同形式的分组与分组组合也对社会效率有影响,基于共识所形成的共同群体身份

对提高社会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发现对个体层面的合作及冲突调解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个体与同组成员互

动时的行为更具有亲社会性,表明找到共同的群体身份是确保合作和干预冲突的重要措

施。其次,随机分组形成的松散群体在促成合作及冲突调解中的作用可能十分有限,而努

力挖掘各方的共识并塑造基于共识的群体身份可使彼此更加亲近,这有助于各方开展后

续合作与实施第三方有效干预。

本研究发现对群体间合作以及冲突调解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尽管群体身份在合作

行为中的作用被广泛地探究(Chen
 

and
 

Li,2009),但与之相关的内群体偏爱、外群体歧视

以及跨群体偏见等概念主要基于个体层面,因此相关理论可能无法为群体间的合作及冲

突调解提供指导。而共识却在个体层面与群体层面普遍存在,尽管现实世界中的共识往

往存在于群体内部,如宗教的教义信仰、民族的文化认同、党派的政治主张等,但不同的群

体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也可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从而形成不同群体在同一问题上的

共识。这些共识或许可以作为群体间进行合作或化解冲突的契机,但本研究基于个体间

共识所得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群体间冲突,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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